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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青年党与川康军人的分合
黄 天 华

(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,成都610066)

  摘要:青年党与川康军人关系十分密切,双方长期互相借重,以抗衡国民党的压力。抗战时期,青年党还曾寄

望于“不流血革命”,试图在国民政府崩溃的情况下“出而主政”,领导抗日。可是,汪伪政权成立后,青年党主席曾

琦的亲信赵毓松等青年党人参加了汪伪政权;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曾琦也潜入沦陷区,并差一点出任伪职,这意味

着主张“国家至上”的青年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了。川康军人也曾派青年党人王师曾去南京与周佛海等人商谈,

与汪伪政权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。国民党则对川康军人与青年党之间的合作保持高度警惕,既担心他们降日,又

要防止他们在“民族复兴根据地”坐大,威胁中央政府,所以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削弱川康军人与青年党的势力,并强

迫川康军人与青年党逐渐疏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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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川康政治史。

青年党曾是国内第三大党,曾长期培植武力,或与地方军人结盟,抗战时期又积极联络其他第三方面①

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,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学者李翔注意到:“1923-1935年,青年党花费

了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,以实践其‘革命’方略”,“直至1935年夏,在国民党及日寇的打压下,缺少底层

民众支持、内部矛盾重重、组织难以为继的青年党,为了生存,最终不得不放弃军事活动”,“军事活动的失败,
实际宣告青年党试图与国共一决高下企图的彻底破产。为继续生存下去,青年党被迫依附于国民党,改走所

谓‘宪政’之路”,“直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,蒋介石依旧不允许青年党从事军事活动”。② 学者曾辉又

说:“青年党人并没有根本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,也没有成功培育自己的党军,最后选择了放弃革命,放弃武

装。”③其实,两位学者都没有注意到,青年党在抗战时期仍然寄望于“不流血革命”,有意在国民党政府崩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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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,学界有“中间势力”“中间力量”“第三种力量”“第三方面”等多种称谓,我更愿意称之为“第三方面”,其中一个重要

原因就是“第三方面”一语是1946年前后中国政界、舆论界使用得比较多的概念。而且,当时不仅有第三方面,还有第四方面,即无党无派人

士。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,第四方面就有9位代表。其代表之一李烛尘曾表示:“第四方面的人物常常表示对政治不发生兴趣,特别

是工业界。”民盟代表梁漱溟则说:“不能空埋怨第三方面的无力量,一定要广大民众来做后盾,谁对这会议存着不成功的打算,谁就是国民的

公敌。”详见:浦熙修《访问李烛尘先生》,《访问梁漱溟先生》,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、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《政治协商会议纪实》上
卷,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,第156、170页。
李翔《“体温表”与“试金石”:青年党的军事活动(1923-1935)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2013年第4期。
曾辉《中国青年党研究(1923-1945)》,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,摘要,第2页。



的情况下“出而主政”,并一如既往地与地方军人结盟;直到1949年,在蒋介石的同意及川康军人唐式遵的支

持下,青年党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,试图与中共“死拼”。① 换言之,青年党并没有“放弃革命,放弃武装”。
青年党长期在川康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,十分注意经营与川康军人的关系。它的两个重要

领袖曾琦、李璜都是四川人,故其在川康的势力相当雄厚。中共曾说,四川“过去的军阀和军阀下的许多军官

以及中学教职员,政治机关的职员,差不多都是国家主义者”。② 1939年,李璜不无自豪地说,青年党“在四川

各县发展有十年以上的历史”。③ 1940年,青年党自己“在川康号称有几千党员”。④ 1943年12月,蒋介石则

专门警告刘文辉不要利用“青年党以为政治上势力”⑤。可见,青年党、国民党与川康军人之间有复杂的政治

竞合关系,研究三方之间的纠葛、互动,有助于加深对青年党的认识,同时有助于加深对战时政党关系及中央

与地方关系的认识。⑥

一 青年党在川康的成长及其与川康军人的合作

青年党于1923年12月在巴黎成立,曾琦出任主席。它反对阶级斗争,反对“一阶级专政”,反对一党专

政,反对世界革命,信奉国家主义,信奉全民政治,因此与国民党及中共长期处于敌对地位。北伐前后,青年

党与国民党“曾演过惨烈斗争,几乎被消灭”⑦。国民党说,1926年前后,青年党“乘孙传芳、张宗昌等军阀仇

视本党之机会,依附其肘腋之下,图谋推翻本党”;迨孙、张失败,该党又“相率出关,托庇于东北势力之下”;

1930年中原大战,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后,将该党党员委以重任,该党“遂由少数私人之秘密组织一变而为

多数团体之公开活动矣”。⑧ 可见,青年党一直在与地方军人结盟。
同时,青年党与中共也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。1925年8月,四川的中共党员杨闇公说,重庆、成都的

国家主义派“处处与我们为难”。⑨ 同年12月,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裴紫琚也说:“省中‘醒狮’最为

畅销,……大敌当前,必有一场决战。”

1925年,青年党的得力干将徐孝匡出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,杨叔明出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。
这在四川“是两个学生人数最多,最为社会所注目的学校。徐、杨奉行国家主义的狗化教育,严格限制学生政

治活动,尤其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活动”。 1926年2月,团重庆地委就报告说:“(女师、联中)现在反动

派的势力(国家主义及民右派)如怒潮般的澎湃,已由无组织无团结的渐形成有组织有团结的团体,积极的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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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与我们决斗。”①

后来,中共川康特委总结青年党与中共的关系道:“在四川从来是不好的。过去在教育界、学生中到处遇

着他们与我们捣鬼(没有国民党),我们是不客气的对付他们,如打死他们的省一中校长杨廷权〔铨〕,驱逐他

们的工院校长杨叔明,在江油龙绵师校学生中的斗争,竟将尿桶从他们党徒头上倾下来。至于各校驱逐他们

的教员更其努力,公开在口上书面上骂他们是‘狗’(他们的醒狮报我们称为狮子狗,转称为狗派,他们的男女

称曰公狗母狗! ……),他们恨我们极了,经常告我们的密。抗战以来,这些作风是转变了,但他们一九三九

年在名山仍然告我党的密,使名山组织遭受破坏,可见成见尤深。”②

青年党在四川经济界也很有势力,著名的民生公司“领导人如卢作孚、何北衡均曾参加青年党”;不过,后
来蒋介石“收买其上层人物如卢作孚、何北衡”,从此青年党“在经济界的势力一落千丈”。③

青年党也吸收了很多有世界眼光的青年人。1930年,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,国人多认为藏军之所以敢

于侵入西康地区,背后肯定有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与支持,因而激起了很多国人特别是四川人对西藏局势的关

注。1931年秋,青年学子吴天墀与许多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朋友“很有兴趣于边临情事,曾经组织了一

个‘满蒙藏研究会’”,“并在成都《大川日报》上设有《满蒙藏周刊》刊行”,吴天墀撰写的《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

后后》一文就在其上连载,在“这个小小学会方成立未久,而适逢‘九一八’巨变发生;这个晴天霹雳打在我们

一般青年的心坎上,愤慨之余,真是惶惑莫名”。④ 1935年,吴天墀考入四川大学后,又发表《地理环境与藏族

文化》一文,持续关注着边疆问题。大约同时,吴天墀加入青年党。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说,此时吴天墀“正成

为胸怀天下的士人,既温故知新,又放眼世界,并表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。……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

国际纠纷的区域”。⑤ 可见,青年党虽然反对世界革命,但并不妨碍其有世界眼光。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国家危亡迫在眉睫,青年党“不得已乃一面自动停止攻击国民党政府,又一面联合爱

国的军队与民众,发动抗日战争”。⑥ 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蒋介石邀请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、陈启天、余家菊、常
燕生等青年党9名要员参加国难会议,“因国民党未有取消党治之意,中青代表拒绝赴会”。⑦

但青年党积极参与淞沪抗战、长城抗战以及东北义勇军活动。青年党自己说:“本党同志以及对本党主

张表同情的军队,在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中,为单独抗日所受的牺牲,实在不小,本党忠实干部死于义勇

军者达二百余人。”⑧

青年党领袖曾琦“时而巡行长城战线,对义勇军与正规军作全面抗日之推动;时而有三湘之行,为‘全民

救国军’之组织;时而有八闽之行,与十九路军将领为友谊之联络;时而经安南入桂,为‘抗日必胜’之宣传;时
而急驰返川,为‘防共救乡’之部署;并远走西康,促成川康联防,由防共进而抗日”。⑨

曾琦所谓“防共救乡”“川康联防”,即是青年党积极帮助国民党、川康军人围剿中共。青年党认为:“要努

力在西南求发展,固根本,以应付来日的国难,则四川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根本,又岂能被共产党先行占去?”所
以,1933年夏,曾琦派李璜回川,协助川康军人剿共,并图“党势的发展”。 稍后,为了更好地围剿在川北的

红四方面军,刘湘聘请一些四川绅耆成立了安抚委员会,青年党要角李璜、卢作孚、何北衡、刘泗英等都是该

委员会的委员。1934年8月,刘湘剿共遭遇重大挫折,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尹昌龄等又力推李璜为代表,赴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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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谒蒋介石,请中央援助四川“剿共”。①

1935年,四川人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后,与刘泗英等勾结共同反共,双方商定:“(1)国民党取消对青年

党人的通缉令;(2)准许青年党参加共同剿共;(3)国民党在四川起用青年党干部充任地方行政人员。因此青

年党人在四川进行猖獗的反共活动。”②

1937年1月中旬,蒋介石在奉化老家与曾琦、左舜生、李璜等人进行会谈,决定青年党和国民党进行密

切合作,一致对外。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后,青年党决意拥护国民党的领导。8月,国民政府成立国防参议会,
青年党领袖曾琦、李璜都是参议会成员。随后,曾琦、李璜积极鼓励刘湘出兵抗战,并回川与刘湘等川中军政

领袖商议“出兵问题与后防问题”。③

曾琦又受蒋介石之命到昆明动员龙云出兵抗战。1938年5月19日,曾琦致函龙云说:“弟于回汉后,曾
向蒋先生面陈三事:(一)欲滇军续出,必须补助饷械,否则该省财力不逮,势难如期编发。(二)滇为后方完整

省分,仍宜假兄全权,以固后防基础。(三)中央到滇人员,除有正式任务者外,宜戒其勿干涉省政;并声明此

乃为弟个人意见,并非兄之请托。蒋先生完全接纳,闻已先后拨助尊处一百万元,想开拔费当不成问题矣。
……现敝省军队已由王缵绪、王陵基分编两军,共计八师,定于六月中旬抵汉待命。甚盼贵军能同时到达,以
厚前方实力,共同为国杀敌。”④可见,曾琦在帮龙云说项,向蒋介石要钱、要权,要求蒋介石不要干涉云南省

政。同时,他也敦促龙云积极出兵。从另一个角度说,青年党也在积极经营与川、康、滇军人的关系,并以此

作为后盾。

1937年底,中共川康特委张曙时报告,曾琦、李璜与四川省政府秘书邓汉祥“配合极秘〔密〕,在刘湘方面

取得政治地盘是:农村建设设计委员会。在各学校中如川大、华大及省立中学中,还有些分子在发展他们青

年团的组织”。⑤ 1938年5月,中共党员熊复又报告说:“国家主义的领袖大半都是四川人,因此,国家主义在

四川的势力很大。……尤其国家主义青年团在四川势力很大,他们在成都有他们自己的刊物(日报和周

刊)。”“现在的四川省政府动员委员会五个委员当中便有两个是国家主义者。”⑥

1937年11月,曾琦当面提醒蒋介石“西康边防重要,戍军不宜外调”,“蒋先生为之首肯”。后曾琦又在

武汉会晤张群,“复邀共同主张,渠亦有书面建议”。同年底或次年初,曾琦又和刘文辉就扩大国防参议会交

换过意见,而且示意刘文辉定好国防参议会人选,以便帮其推荐。曾琦告诉刘文辉,他做这些事情,“非私于

左右,实痛感国土日削,望兄保此一成之地,以为复兴之基”。同时,他鼓励刘文辉:“首都虽陷,我之主力犹

在,尚可继续抗战。……外交方面,一时虽不能以武力相助,然器械款项之接济,英美皆有。”⑦他把刘文辉称

为关系非常亲密的“左右”,可见双方走得很近。而蒋介石也认可了曾琦的观点,所以一直到抗战结束,刘文

辉的军队都没有调出西康。
同样,刘文辉也大力支持青年党。1935年,刘文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时,就任命青年党要角杨

叔明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。1939年元旦,西康省正式建立,刘文辉出任省政府主席,又任命杨叔明为省府委

员。在杨叔明的推荐下,青年党党员王师曾出任西康省政府秘书,青年党骨干刘东岩出任西康省汉源县长,
青年党党员吴天墀于1940年秋成为刘文辉的秘书,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。1944年,吴天墀又被任命为西康

省芦山县长。⑧ 国民党认为,青年党“在西康之势力”完全为杨叔明掌握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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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璜《学钝室回忆录》上卷,第221页。
潘嘉钊等编《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》,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,第137页。
曾琦《致刘湘书(1937年9月1日)》《致王陵基书(1937年9月18日)》,陈正茂等编《曾琦先生文集(中)》,第721-722页。
曾琦《致龙云书(1938年5月19日)》,陈正茂等编《曾琦先生文集(中)》,第726页。
《张曙时给中央的报告———四川政局、党派活动、民众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(1937年12月20日)》,《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》甲11,第24页。
熊复《一个关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报导(1938年5月19日)》,《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》甲11,第444页。
曾琦《致刘文辉书(1938年1月6日)》,陈正茂等编《曾琦先生文集(中)》,第725页。按,曾琦信中所说的“张君”很可能是张群。
需要说明的是,吴天墀被刘文辉请去当秘书,不仅仅因为他是青年党党员,还有更多的原因。详见:罗志田《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———纪念

通儒吴天墀先生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3年2期。
《中国青年党中央及各级党部组织概况(1947年12月)》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国青年党》,第265页。



可见,青年党在川康的大发展,与川康军人的大力支持有重要关系。中共川康特委就发现,青年党在四

川各军中“吸收些分子(如刘文辉政府中杨叔明,刘湘部郭勋祺、王陵基等)作为他的武力”。① 国民党的材料

也说:“抗战八年,川省更为其活动之基地,其组织之庞大,党员之众多,与地方势力之雄厚,皆为不可否认之

事实。”②1947年,国民党的资料又说,李璜“与川康军人联络甚密,该党在西南各省之工作基础,全为其一手

开辟”。③

二 青年党、川康军人与汪伪政权的微妙关系

川康军人、青年党和汪伪政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根据日方资料,龙云、刘文辉曾派人和北平的

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首脑王克敏联系,表示正欲组成四川、云南、西康、贵州四省联盟,发起和平运动;希望王

克敏的伪政权给予谅解及声援,并与日方取得联络。当时龙云的代表与日本驻香港国际间谍盐荒有接洽,人
们也传说日本将封龙云为“云南王”。④ 1938年9月,梅思平告诉日本人:“和平运动必须由汪(精卫)先生领

导。……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、四川的将领、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,已经秘密取得联

络。”⑤

12月5日,蒋介石听闻“川滇潘(文华)龙(云)与汪勾结之谣传”,但“姑置之”。⑥ 此事甚值得注意,所谓

无风不起浪也。汪精卫这时正在积极筹划与日本妥协,走“和平”路线,而龙云与潘文华都可能参与其间。12
月18日,汪精卫离开重庆赴昆明,随即转赴河内,正式展开其汉奸活动。1939年1月13日,潘文华的亲信

黄应乾向汪精卫的下属、改组派成员陈克文问了“许多关于汪先生主和的问题”,陈克文则“真不知如何去答

他好”。⑦ 可知潘文华是非常注意汪精卫出走一事的,多方打探消息。
汪精卫出走之后,蒋非常关注云南的局势,并把西康省西昌县作为扼制龙云的桥头堡。1939年1月19

日,蒋在日记中说:“滇龙对汪态度不明,此事关系重大,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,惟一之后方,不可不察也。”2
月1日,蒋决定设置西昌行辕,派张笃伦为行辕委员长,并“派兵一营驻防”。2月和3月,蒋拟订的“大事预

定表”中都有“控制川滇黔之计划”一项。⑧ 5月底,蒋又多次督促速修康滇公路,即西昌通往昆明的公路。蒋

这些举措的主要意图就是监视龙云,牵制龙云。同时,顺带监视和牵制刘文辉。刘文辉就说西昌行辕是蒋在

西康打入的一个楔子。

1940年6月29日,香港又传出消息:“云南领导四十一人(李根源、龙云、刘文辉等)议决,应求合理和

平。”⑨8月5日,蒋介石日记曰:“国家主义派曾琦等以中国比法国,运动阎锡山为贝当降敌求和,此诚匪夷所

思。中国政客卑劣至此,不知如何立国矣。”次日,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咒骂:“中国人心之卑贱恶劣,以读书人

为甚,尤以曾琦与张君劢等为最贱,此种劣性不除,民族必无独立可能,思之但有自危而已。”9月5日,一个

“潘文华底下的人”告诉陈克文:“再不讲和,不止是牺牲了国家的命脉,也恐怕内部会有变乱的。”

同时,汪精卫的出走对青年党也造成重要影响。李璜就说,1938年夏,汪精卫“又挑拨我们要提防蒋终

不容异党的存在,说:‘蒋先生心目中已无国民党的存在,而对于在野党更无意长久包容’”。可见,在国民党

内很有历史、很有地位的汪精卫,对自己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、屈居蒋介石之下,是耿耿于怀的,认为蒋介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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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曙时给中央统战部的报告———川康特委统战工作(1940年12月10日)》,《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》甲12,第341页。
《中国青年党地方组织概况(1947年12月)》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国青年党》,第271页。
《中国青年党中央及各级党部组织概况(1947年12月)》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国青年党》,第264页。
杨维真《从合作到决裂———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(1927-1949)》,台北“国史馆”2000年版,第172页。
〔日〕松本重治《上海时代》,曹振威、沈中琦等译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,第651-652页。
叶健青编辑《蒋中正总统档案·事略稿本》第41册,台北“国史馆”2010年版,第646页。
陈克文《陈克文日记(1937-1952)》上册,陈方正编辑校订,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,第353页。
《蒋介石日记》,1939年1月17、19日,2月1日,3月1日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。
翁文灏《翁文灏日记》,李学通、刘萍、翁心钧整理,中华书局2010年版,第483页。
《蒋介石日记》,1940年8月5、6日。关于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,请参见:王奇生《阎锡山:在国、共、日之间博弈(1935-1945)》,《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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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中“已无国民党”。汪精卫出走后,李璜才恍然大悟:“武汉尚未撤退时,(汪)便有意与蒋先生分道扬镳。”
“从此全国团结之局,就好像一个已吹圆了的皮球,被汪精卫刺了一针,渐次泄气。”①

这时,青年党内部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②。留在上海的一部分青年党人,成立了所谓青年党“中央政治

行动委员会”,积极响应汪精卫的“和运”工作。1940年3月,汪伪政权成立后,赵毓松出任汪伪政府委员兼

农矿部长,李守黑出任铨叙部政务次长,周济道、朱法思等青年党党员也出任了伪职,赵毓松还致函左舜生、
李璜以劝说他们参加“和运”。③

值得注意的是,川康军人也参加了“和运”工作。1940年底,中共川康特委报告说,刘文辉“曾派杨叔明

(青年党人)到南京与汪接洽过”。④ 刘文辉曾对杨叔明说:“抗战到现阶段,蒋介石的实力大部集中在西南,
其势力也渐渗透入西康,对我威胁甚大。另一方面,日本挟持汪精卫扩大侵华地盘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,不
知汪是否有实力牵制蒋。我们非作一次实地考察不可,以便作出我们应持的态度。”⑤其实,刘文辉派去的不

是杨叔明,而是杨叔明的亲信、青年党人、西康省政府秘书王师曾。1941年5月23日,周佛海日记曰:“王某

自川来,谓系潘文华、邓锡侯、刘文辉、龙云之代表,称:西南当局于适当时机,当起而主张和平。”周佛海认为:
“其言未可恃也。”⑥所谓王某,即王师曾。

同年7月17日,周佛海又接见了曾琦的亲信赵毓松及李某,“李系青年党之曾琦所派来者,据云曾得龙

云之助,由昆明到港,拟策动和平”。⑦ 11月15日,张群又告诉蒋:“刘文辉与阎、龙勾结,并暗示岳军为国策

变更时推岳为领袖之意。”蒋闻之,“痛心盍极”!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本随即突袭香港,而在港之青年党

主席曾琦则在日本人的诱惑和护送下,潜入沦陷区。次年3月8日,周佛海接见到南京的曾琦,“曾详谈西南

问题,所言颇合事实也”。⑨ 稍后,曾琦差一点就出任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。8月,徐永昌得到消息:刘文

辉、邓锡侯“极拉拢阎先生,以为美恐无进步,抗战无结果,龙云等附之”。 这很有可能跟曾琦有关系,因为

此时曾琦又去了山西,而阎锡山正和日军进行深度勾结,差一点就正式投降。也就是说,在1940年3月汪伪

政权成立后,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,刘文辉、邓锡侯、龙云、阎锡山、曾琦等人可能认为德日即将夹攻苏

联,即将取得胜利;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,他们对美国也不抱多大希望,所以几次派代表赴南京探听虚实。
而川康军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,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势力在西南大增,对其“威胁甚大”;另一方面是因

为他们对抗战已没有多大信心,有意为“国策变更”时预筹因应之道。
赵毓松就任部长后,“每月支付给曾琦青年党党费四万元,后来是十万元,最后是十五万元。当时曾琦在

上海发行的‘青年党十九周年纪念册’中就有‘青年党经蒋、汪二先生的批准,不论是和平区还是抗战区,都得

到合法地位’的记载,青年党的少壮派汪克永等人对此不满,痛骂‘曾琦是青年党的汪精卫’”。 曾琦自己

说,从1938年秋至1945年冬,“予之精神,可谓偏重于抗日”。 这实在是自欺欺人。从其实际言行看,只能

说前期“偏重于抗日”,后期则有意于降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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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佛海日记全编》下编,蔡德金编注,第493页。
《蒋介石日记》,1941年11月15日。
《周佛海日记全编》上编,蔡德金编注,第581页。
《徐永昌日记》第六册,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,第459页。
〔日〕菊池贵晴《中国第三势力史论》,刘大孝译,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,第230页。
曾琦《丁亥日记(1947年)》,陈正茂等编《曾琦先生文集》下册,第1469页。



另一方面,刘文辉曾于1940年对杨叔明表示:“现在西昌行辕已经成立,这是蒋控制我康滇两省的一根

钉子。各县也成立了(国民党)县党部,就是他们的情报网。你想想看,将来康省发生事变该如何应付? 不说

王师曾考察消息难料,即使汪精卫有牵制老蒋之力,远水也救不了近火。你可否为我到云南去与龙云接洽,
一同想一想联合共存之法。”杨叔明到昆明与龙云会晤时,龙云表示:“赞成滇康切实联合,但不要显露痕迹。
同时还要联合四川的邓锡侯、潘文华等人。”此时,王师曾到南京考察后也得出结论:“汪力不足,恐难援救西

南;曾琦未就汪职,望另谋对策。”①刘文辉遂更坚定了与龙云、邓锡侯、潘文华合作的想法。

1944年,在日军“一号作战”的打击下,国民政府遇到绝大的政治危机,川康滇桂粤军人又积极筹谋组织

“西南联防政府”,这也跟汪伪政权有一定的关系。② 1944年12月5日,周佛海日记曰:“上月中旬,赵某自滇

携龙云致汪先生缄,云对政府极不满意,刻指摘内政以攻击政府,如日军由宜昌入川,则滇、川军人即将起而

主和。时汪先生已去世,汪夫人接见,并介绍于日方,后派明某随同赴黔。”同日,唐生明告诉周佛海,龙云的

密使许松圃将由昆明来沪。19日,周佛海获悉:“云南代表许松圃到沪,与日订立逼蒋和平条约,不愿使南京

政府与闻。”但他不敢断定此事的真假。1945年1月4日,周佛海专门召见唐生明等人,告以只图倒蒋,不计

其余,于国无益,但唐生明等人“似不听从”。③

还需要提及的是,1938年春,川康军人在反对张群担任川省主席时,曾攻击他是亲日派。反过来,蒋介

石其实也担心川康军人和日本人、汪精卫勾结,所以不让川康军人主川,而必须由亲信张群主川。蒋的美国

顾问拉铁摩尔就说,存在着部分四川军人“从背后对蒋介石反戈一击而同日本人媾和的危险。因此让张群这

样可靠的四川人做省主席是重要的”。④

三 青年党与国民党在川康地区的争夺

全面抗战爆发后,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并不牢固,而是时有摩擦,且一度斗争激烈。1938年4月,张
君劢、左舜生先后代表国社党和青年党致书蒋介石、汪精卫,表示拥护国民政府,一致对外。蒋、汪也分别回

函表示钦佩与感慰。此举表明国社党和青年党事实上取得了公开存在的地位。不过,李璜发现蒋、汪的复信

“中间完全没有‘贵党’或‘贵团体’字样;简直把有主义、政纲,以及有十五年奋斗历史的一个在野党视为无

物”;而且,蒋介石此时不仅想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二为一,还想把青年党、国社党与国民党混而为一;“即使

将国民党另改一个党名,重加组织,蒋也情愿”,李璜觉得“蒋先生对于多党政治及民主建国,不但无此信心,
而且无此认识”。⑤

同年6月,国民政府公布《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》,其中关于遴选参政员的资格规定,均不见有“在野党

派”“政治团体”等字样存在,只说“努力国事,信望久著之人员”,李璜觉得,“足见习于一党专政既久的国民党

在朝派,有意抹煞事实,尚不愿有在野党派的名义存在,此所以虽在严重的国难之中,后来也不能免于凿枘难

入,随时与并无武力的青、民两党人员也发生嫌隙,可为浩叹!”⑥

同年底,国民党、青年党又在国立四川大学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。12月中旬,国民政府发表刚刚卸任的

驻德大使程天放(江西人)接任川大校长,引起了一部分川大师生的反对,掀起了一场“拒程”运动。这场运

动,既是四川人要求“川人治川”的一种表现,也是CC系和青年党之间的争斗。同时,国、青两党都积极争取

地方军人的支持,使得事件更加错综复杂。
原任川大代理校长张颐,虽不一定是青年党,却是李璜的姐夫,与李关系甚笃,在北大时也和“国家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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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龄《起义的青年党要员杨叔明先生》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《成都文史资料》第3辑,1988年,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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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的教授及学生皆相处得很好”。① 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、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则积极参与并

领导了“拒程”运动。魏时珍提醒邓锡侯等人,程天放是蒋介石的人,到川大来会加强蒋介石在四川的力量。
这一点获得了邓锡侯的认可。青年党党员汪潜就发现,邓锡侯、潘文华“暗中对反程表示同情”。②

不过,出面反对程天放的是地方绅耆。12月18日,四川绅耆黄肃方、曾子玉、李伯申等人发出通电说:
“迩来川中各县,民变之事已屡见不一,人心极为浮动。今若更对此原本安定之学府,无故更换校长,既非其

时,复非其人,若竟因此而惹起学潮,殊失我政府慎重教育安定后防之本旨。”③所谓“民变之事已屡见不一”,
应指193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相继发生的反对兵役不公的“新都事件”和“中江事件”,新都、中江及附

近县份民众因反对抽丁不公而围攻县城,且“民匪结合以图大举”。④

而在蒋介石看来,“中央近在重庆,经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之国立大学校长,竟不能顺利就任。有损中央

威信”,因此对“拒程”运动恼羞成怒,“责成四川军政当局,协助解决”。⑤ 可以说,“拒程”运动与1938年春川

康军人反对张群主川如出一辙,再次让蒋介石脸上无光。在蒋介石的压力下,邓锡侯、潘文华被迫转而支持

程天放,程氏因此得以到川大履新。
对于这次“拒程”运动,四川人、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说:“那时四川刚从防区划归中央统一

指挥不久,地方的狭隘观念仍然很重,又夹杂了党派的因素。”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、CC系的李琢仁则明

说,它是“国派与本党之争”。⑦ 所谓“国派”,即国家主义派,即青年党。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也告诉萧公

权,发动“拒程”风潮的人,“多系中青党的党员”。⑧ 可见,双方都把川大看作重要“地盘”,进行着激烈的争

夺。
程天放正式接长川大后,青年党在川大的势力大为衰退,一些青年党分子也投入CC系,因为“程天放有

办法,将来有出路,毕业后不愁事做”,弄得魏时珍在课堂上连声长叹“士气! 士气! ……”。⑨ 魏氏随即被迫

辞职。1939年7月26日,吴虞据程天放未聘胡少襄而推断说:“国家主义派似在大学不甚抬头矣,而吴君

毅尚亲密何鲁之,大可不必。”四川人何鲁之正是青年党的骨干,吴虞认为其堂弟吴君毅亲近何鲁之是为失

策。不过,青年党失去川大这一重要地盘后,蒋介石也不忘予以安抚。1940年,蒋介石拨十万元让青年党办

私立川康农工学院,院长就是魏时珍。
同时,蒋介石也比较照顾青年党的面子和利益。1939年3月,蒋介石决定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,以推进

川康建设,增强抗战建国力量。李璜、曾琦就是川康建设期成会的成员。同时,又组织川康建设视察团,以李

璜为团长,青年党党员余家菊则是视察团成员之一。同年10月,川康建设期成会又在四川成都、阆中、万县、
泸县以及西康省雅安等地设置办事处,设在成都的川西办事处即由李璜主持,魏时珍也被聘请为川康建设期

成会的顾问。 这些举措无疑有助于青年党发展势力,并增强其在川康政局中的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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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国民党对青年党的打压也不少。魏时珍就发现:“其家街口茶馆中,每日必有一部脚踏车,见他乘

黄包车出街口,必远远追随,以侦其下落”;同时,“在四川各县,国青两党党员的磨擦事件,则经常不断发生”。
李璜亦说,国民党的党权派“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干部活动,甚为严格;并随时报告于其领袖蒋先生,动
加我们以警告”,他们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《李璜最近之言行实录》,记录了李璜与一些青年党党员开会的情

形,也记录了1939年7月李璜在成都某公园“酒酣高谈”:“汪精卫竟然出走而去当了汉奸,蒋先生是要负不

能容人的责任的;以汪之为人及其性格,并不像是要与蒋势不两立,而非去做这种卖国勾当不可的! 如果蒋

在抗战一开始,即能尽弃前嫌,以亲信同志对待汪,则汪自能感奋,共同工作,又何至出走!”①1940年1月,陈
诚又致函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说:“川省青年党广罗优秀青年,施以短期训练,藉以充实干部,恢复各级组

织,招收党徒,扩充势力,并召开青年党代表大会,密切注意下层工作。”②可以说,青年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国

民党密切监视着。
蒋介石对青年党、国社党也很不满。1940年4月5日,他在日记中咒骂说:“参政员中不乏明特持正之

人,而乘国难以为进身巧夺之机,如曾琦、张君劢自称为党魁之流,在外国人视之实无异于不生不死之走肉,
此种人危害于国家犹甚于汪毛,而梁漱溟之流且犹少正卯之不若矣,痛恶之至。”③

青年党对国民党也是怀恨在心,甚至试图取而代之。李璜注意到现阶段抗战困难的原因之一,就是“因
各省部队与中央军待遇不平,中央军存监视态度,前方将士均不效命”,“抗战假使失败,则使各省将领割据独

立,是时战不能战,乱不能平,当然出之议和一途,届时吾辈即出而联络各方,与苏、日继续作战,扫除汉奸政

府,实行联省自治,重组中枢”,“出而主政”,实现“不流血革命”。④ 青年党看到了地方部队“不效命”的现实

以及“各省将领割据独立”的潜在风险,所以有意在国民党政府崩溃后“出而主政”,联络地方军人,给予其较

大的自主权,实行“联省自治”,实现“不流血革命”。青年党既要抗日和扫除汪伪政权,还要抵抗苏联,说明此

时它依然坚持“国家至上”。而李璜所说各地方部队“不效命”及“各省将领割据独立”,很有可能有川康军人

的影子在。

1940年1月,重庆青年党党员举行党派问题座谈会,得出结论:“甲、国民党组织不健全,内部派别分歧,
必至瓦解;乙、三民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;丙、国共冲突及苏联野心应密切注意”;“现在执政之国民党内部派

别分歧,摩擦极烈,尤以汪逆精卫背叛之后,创巨痛深,终必崩溃,今后抗战建国惟本党是赖”。⑤ 汪精卫叛逃

之后,青年党看到了国民党的分裂危险,并认为国民党“终必崩溃,今后抗战建国惟本党是赖”,再次说明青年

党依然准备实现“不流血革命”,出而主政。
稍早前,曾琦、左舜生听说李璜被监视后,“很愤慨,认为国民党当权者的特务政治,已经将其党弄得分崩

离析,而今仍旧积习不改,我们更非加强在野民主势力,予以纠正不可”!⑥ 李璜认为,青年党现阶段的重要

工作是“努力宪政运动,促进民生,拉拢民众,竞争选举”。⑦ 于是乎,青年党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一起掀起

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。为了增强青年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分量,并加强第三方面的团结,左
舜生、黄炎培、梁漱溟、沈钧儒、章伯钧等人于1939年11月成立了相对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。

1941年,青年党又联合其他第三方面组建了更为紧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李璜说,青年党“之所以毅

然要与其他在野党派合作,组织民主政团同盟,还有一个在情感上与事实上都不能安于现状的原故”,就是

“国民党的党权派”对青年党不放心,“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干部活动,甚为严格;并随时报告于其领袖蒋

先生,动加我们以警告”,“这真是无聊无赖,岂有此理之至”!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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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,民盟在香港正式公开后,国民党与青年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当时在香港的曾琦就力主民盟不

出席即将举行的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。曾琦主张:“此时须逼国民党表示态度,须于下述二途中令择其

一:(一)如诚意与各党派合作,参政会职权须提高,并改组行政院,成立战时内阁;(二)否则亦请明白说出仍

须一党包办,吾人不能再糊涂混在一起,俾将来历史是非功罪,有所依归云云。”①曾琦主张改组国民政府,提
高参政会职权,可这是国民党很难答应的。随后,曾琦潜赴沦陷区。

而国民党则着手分化民盟,积极拉拢在川渝之青年党领袖。1942年1月14日,蒋邀左舜生谈话,“劝青

年党勿与国社党、共产党共组团体”。② 同时,国民党对青年党进行经费援助。
有意思的是,青年党此时并未倒向国民党,而是尽力控制民盟。民盟公开前后,黄炎培辞去主席,由张澜

继任。而张澜住在成都,民盟其他领袖住在重庆,张澜“除负一部分筹款责任,遥领了这个主席名义而外,并
没有多管事”,关于盟务的推进,差不多由秘书长左舜生和张君劢、章伯钧几个人“顶着干的”。③ 罗隆基又

说,住在成都的民盟中常委李璜,“成了张澜主席的参谋人和盟务的实际执行人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青年党实

际上操纵把持盟务是必然的结果”。④ 国民党的资料也说:“青年党因历史较久,党员较多,为盟内第一大党,
亦为有力之支柱。”⑤但罗隆基等人不满青年党“操纵把持盟务”,这为后来青年党与民盟分家埋下了伏笔。

随后,在李璜、左舜生领导下的青年党与国民党继续在宪政问题上进行角力。李璜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

参政会上曾提出:“目前言论不自由,较专制时代尤甚,实为新闻界之耻,亦当前政治之黑暗”,“党派纠纷应即

停止,并使各党派平等发展,否则只有动干戈”,意见非常尖锐,国民党认为这简直是“攻击”。⑥

需要注意的是,青年党不仅与国民党合中有分,对中共也是既合作又竞争,甚至暗中敌视中共。在推动

国民党实行宪政、废除一党专政的问题上,青年党和中共有较为密切的合作,可是,暗地里青年党对中共又竭

力防制,甚至愿意在必要时帮助国民党铲除中共。1940年2月,国民党就得到情报:“青年党因川省为该党

历来根基最厚之地,现鉴于共党在省内积极活动,恐碍其开展,乃筹划防共,除积极加强组织,整理该党党务

以外,并决定防范共党活动之办法如下:(一)翻印《铲共须知》与《共产主义批判》、《唯物史观批判》等书,散发

各同志与各界民众,使发生同仇敌忾之心理。……(四)令该党同志多读反共书籍。(五)加强该党组织,并令

各县从速整理党务,训练同志,护党反共,必要时再帮助政府铲共。”⑦

另一方面,曾琦去往沦陷区后,川康军人还继续和留在大后方的青年党成员进行密切合作。国民党就发

现,李璜“与川康军人政客颇有连系,在党内之势力相当雄厚”。⑧

不过,青年党与川康军人的积极合作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警惕,蒋介石、张群、张笃伦等人就迫使刘文辉

将在西康任职的青年党人全部调离。1942年5月2日,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、刘文辉的大邑同乡冷曝东

致电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吴铁城报告,西康省会理县县长“聂泗(国家主义派)及一三七师团长张青岩近

因违抗禁政,擅运烟毒及查铲烟苗不力,已被驻军查获逮捕究办”,“雅安县长青伟系青年党份子,曾任江津县

长兼行辕军法处长,官声贪污,曾以违犯军法案法办军事委员会某部士兵两名,致被撤职;转以李璜关系,康
省委杨叔明推荐雅安县长,仍贪多无厌,民怨载道,省参议会曾提出弹劾案,交省政府究办,旋以前在江津任

内之贪污案未了,经四川高等法院函知西康省政府,转令伊赴蓉候审”,“据报敌人于廿五年即派有间谍分驻

西藏三大寺活动,该三大寺中国青年党前亦藉西康省政府派员赴藏之便,亦派有贾秘书福林前往,从中联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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煽动藏方异动”。① 可见,国民党此时正在大力清除青年党在西康的势力,并防范青年党与西藏三大寺的日

本间谍勾结,煽动藏方异动,动摇抗战大后方。

1943年1月,冷曝东又致电蒋介石报告,他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一起赴雅安与刘文辉商谈了三日,刘
文辉对于“久延未决之思想问题”,“自承过去疏于防范,咎由自取,决于短期内澄清,以明意志”。此处所谓思

想问题,其中之一就是指刘文辉与青年党密切合作的问题。冷曝东说:“此为中央素所重视之问题,与职受命

以来所感之困难,此后当不难彻底解决矣。”2月18日,张群致电蒋介石报告,刘文辉到成都,与其“多次往复

恳谈”后,“深自省悟”,提出五项纠正办法,其中第一项即为“青年党在康份子,均解职离康”。3月3日,刘文

辉致电蒋介石明确说明,两位青年党要角、西康省政府委员杨叔明及教育厅长韩孟钧辞职,“拟另呈遴员接

充”。几天后,蒋介石批示,遗缺由成都行辕主任、四川省主席张群“遴保候核”。② 换言之,蒋介石不要刘文

辉自己推荐人选,而要张群遴选人员。同年底,蒋介石特意警告刘文辉,不要“利用共党、青年党以为政治上

势力”。③

杨叔明离开西康后,青年党仍然念念不忘在西康布置势力。当时,西康各县正在筹备成立县参议会,西
康省府秘书长李静轩是县参议会审查指导小组成员,“青年党以为有机可乘,乃暗中发动省训团学生,假拥护

李静轩(李为省训团领导人,又为刘主席用以联络各党各派之人物,野心颇大)为名,企图以亲李之手段,而拉

拢刘主席,达成挽救在康之政治势力”。中统认为,“倘无适当解决,则此次省党部毫无控制力量,民意机关果

落入青年党之手,今后康省党务将不堪设想云”。④

1944年,在日本的“一号作战”打击下,蒋介石遇到极大的政治危机,国民党又不得不与青年党进行合

作。9月14日,蒋介石与青年党左舜生“谈合作要领,此乃于现在政局上有利也”;两天后,他又说“对青年党

(即国家主义派)开始商谈合作”,此在“内政运用上亦要着也”。⑤ 9月22日,王世杰日记曰:“连日蒋先生延

见左舜生、李璜,告以国民党决计扶植中国青年党,并将密令各党部与之合作。”三天后,王世杰告诉李璜:“中
国青年党过去之弱点在连络军阀,今后当设法断绝军阀关系,则信誉可增。”⑥即国民党希望青年党与川康军

人等疏远,则国民党可以扶助其发展。两个月后,国民党高层决定:“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”,
“各党派要求合法地位时,可在事实上承认,如不与共党合作,并可允许其公开活动”,“对各党派均可合作,对
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,本党即可通饬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冲突”。⑦ 可见,国民党首先想与青年党进行合

作,以制衡中共与民盟。
但是,稍后蒋介石即发现青年党依然和民盟保持一致,坚持实行“联合政府”,他又开始大骂青年党。

1945年1月15日,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成立“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”,邀请中共、民盟等其他党派共同参

加,以消解和应对他们的“联合政府”诉求。蒋随即召见左舜生,可是他察觉到左舜生“已同‘共匪’取一致行

动,此种政客只有自私自利,而不顾国家民族之利益如何。彼等既经合流,则应另谋处理之道”。1月27日,
他又咒骂曰:“对无耻政客之投机乱国,依势附共之言行,思之欲呕,吾不知读书人真有此种寡廉鲜耻之卑污

行动竟一至于此,……而黄炎培、左舜生等竟不惜为之,乃知宋明以来士大夫各种卖国求荣之果有其事矣,呜
呼! 此种劣根奴性,若不澈底铲除,则民族绝望矣!”2月16日,他又“对青年党李璜竟为共党外卫(围)而不

□□,痛斥其政客投机之无耻也”。⑧ 稍后,国民政府公布第四届参政员名单,“救国会中人完全被剔除,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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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人则有增加”,民盟主席张澜认为“显有分化作用也”。①

7月1日,参政会左舜生、黄炎培、傅斯年、梁漱溟、章伯钧、冷遹六君子访问延安,但归来后黄炎培、章伯

钧、梁漱溟等人发表声明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关于国大召集问题的讨论,即反对国民政府于当年11月举行国

民大会。蒋介石又在日记中骂曰:“参政会中所谓青年党左舜生等及黄炎培等无耻政客,挟共党以自重,必使

是非不明,邪正倒置而后彼辈乃可混水摸鱼,从中取利,对国家之安危与国民之利害,则置若罔闻,以危为安,
以利为害,此国家之所以大乱,而‘共匪’之所以更形猖獗也,天下之可杀可痛者莫甚于政客也,其罪实甚于汉

奸与叛匪矣。”②不过,在蒋介石的持续努力下,坚持反苏反共的青年党还是逐渐疏离了民盟。9月30日,蒋
介石就发现,虽然中共问题仍无法解决,“但青年党已站在我方,且全国民心已归中央,国民大会问题或可如

期召开也”。③ 同年底,青年党脱离民盟,倒向国民党。
四 结语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在国难深重的情况下,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敌对地位的“革命”政党青年党逐渐转

变立场,积极拥护国民政府,但也没有放弃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经营。在抗战相持阶段,青年党发现国民政府

有可能崩溃的时候,就有意联合地方军人,实行“联省自治”,出而主政,“与苏、日继续作战”,实现“不流血革

命”。同时,它积极和中共及其他第三方面联合掀起民主宪政运动,力促国民政府实行宪政,实行民主,意在

与国民党分享政权,并增强抗战力量,可惜收效甚微。可以说,青年党并没有“放弃革命,放弃武装”,只是换

了方式而已。汪伪政权成立后,曾琦的亲信赵毓松等青年党人参加了伪政权,曾琦本人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

后潜入沦陷区,并差一点出任伪职,而留在大后方的青年党也没有声讨那些参加伪政权的党员,则表明主张

“国家至上”的青年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了。
四川是青年党的大本营,被其视为“根本的根本”,所以它特别注重在川康发展势力,并积极经营与川康

军人的关系。而川康军人先是借助青年党以剿共,后来则借助青年党以抗衡国民党的压力。川康军人参加

“和运”工作,虽然早有一些可疑的迹象或试探性的举措,但最终迈出实质性的步伐,派青年党骨干王师曾作

为代表前往南京与周佛海等商谈,这背后肯定有青年党人的推波助澜,可惜因资料缺乏而未能进一步申论。
国民党则对川康军人与青年党之间的合作保持高度警惕,既担心他们降日,又要防止他们在“民族复兴根据

地”坐大,威胁中央政府,所以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削弱川康军人和青年党的势力。由于国民党挟中央政府之

权威,拥有强大的政治、军事实力,所以,川康军人不得不半心半意地支持中央政府,并被迫与青年党逐渐疏

远,比如邓锡侯、潘文华在“拒程运动”中就不得不转而支持程天放,刘文辉也不得不解除杨叔明和韩孟钧的

职务。
国民党对青年党是既合作又打压,这引起了青年党的不满与反弹。青年党积极和其他第三方面合作,并

于1941年组建了民盟,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了一股很重要的势力。当1944年国民党遇到极大政治危机时,
民盟、地方军人联合起来筹组“西南联防政府”,以预防国民政府的崩溃,或者积极呼应中共的“联合政府”口
号。国民党深刻意识到民盟的力量不可轻视,于是积极拉拢青年党,分化民盟。1945年,在国民党的大力笼

络与扶助下,加之青年党坚持反苏反共,所以青年党就逐渐疏离民盟,并于同年底脱离民盟,倒向国民党。
可以看出,没有自己党军的青年党很清楚自己的弱点所在,所以积极经营地方军事力量,与川康军人等

长期互相支持,互相借重。可是,双方的根本利益并不一致,因此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比较松散的,不稳固

的,一旦面临国民党的强大压力,双方就不得不互相疏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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